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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东亚海域贸易的新态势
陈衍德
摘要:17 世纪的东亚海域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贸易主体的多元化，贸易方式的多样化，域内域外贸易
的一体化，贸易屏障的空疏化等。将东亚海域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纳入世界体系当中进行探讨，同时尝试将以国家为行为体的
研究，与以集团、个体为单元的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发现我们以前在研究过程中所忽视的很多“客观存在”。在分析贸易行为的同
时，我们还可以对政治、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关联性产生更多的关注。尤其是海外华商与区域贸易的关联，可以让我们排除非历史
主义因素的干扰，从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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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比以往，17 世纪东亚海域(包括东北亚与东南
亚沿岸及岛屿，以及南海、东海等)的贸易出现了新的
发展态势。这一态势表现为:
第一，贸易主体的多元化。在朝贡贸易与私人贸
易并存的情况下，后者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在总体贸
易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私人贸易的非官方性，使其
贸易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必然。中国沿海以海盜、走私
商人，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身份从事的非法贸易，历时
久远，其主体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后来则大多为郑氏
集团招降纳叛。在日本南部，幕府控制薄弱的西南诸
藩经营着超越规定的大量海外贸易。在台湾海峡两
岸，郑氏海上武装商人集团一度控制了东亚海域的关
键水道，并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压制了西方
在东亚海域的商业势力，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式
上独立但处于中、日两强夹缝中的琉球，则利用其“万
国津梁”的海上地理优势，成为东亚海域各国各地区
的贸易中转港。东南亚各小国和城邦，则以其土特产
吸引着东西方商人前往从事贸易，形成了万商汇集的
众多据点。这些贸易主体或多或少地不同于传统国
家政权，将其视为形形色色的以贸易立足的海域经济
体亦无不可。
第二，贸易方式的多样化。直接贸易、间接贸易、
中转贸易等，构成了东亚海上贸易的多样化局面。由
于当时中日无邦交，官方贸易无从谈起。中国私商虽
获幕府允许前往日本贸易，但仍存限制，同时亦有遭
本国惩罚之风险。因此中日之间更多的是间接贸易。
当然，不受约束的郑氏集团是例外，他们与日本的直
接贸易一直存在且规模巨大。中转贸易以琉球为典
型，它将东南亚的商品大量转口输往日本和朝鲜，也
起着中日之间的贸易中介作用。葡萄牙人租居的澳
门是另一个中转贸易发达的例子。海外的中国商人
则在各式各样的贸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渗
透到相互竞争的各国各地区商人集团中，起着中间商
与平衡者的作用。直接、间接、中转这几种贸易形式
并非是绝对的，时常因形势变化而转换。各贸易主体
之间的关系也变化多端，其间的贸易形式也因时因地
而异，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的局面。
第三，域内域外贸易的一体化。随着西方殖民者
的东来，西方商人大量参与东亚海域贸易，使本海域
内的贸易与域外贸易连成一体。最典型的莫过于澳
门—长崎贸易与澳门—果阿—里斯本贸易贯通一气。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则是仰赖从
中国东南沿海各私商聚集的海港驶出的华船满载而
来的丝绸等。再者，无论是日本白银，还是西属美洲
白银，其输入中国与丝、瓷、茶等商品的交换，也在相
当程度上有域外商人的介入。欧美对东南亚和东北
亚种类繁多的商品之急切需求，使得越洋航线如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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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亚海域内的航线相互连接，则断然无法完成整个
商品的循环过程。此间的东亚海域贸易，已不同于中
古时代主要以阿拉伯—伊斯兰商人为贸易对象，再通
过中亚西亚转口欧洲的局面，而是变为通过葡、西、荷
等西方商人，将域内和域外的海路网与贸易网连成一
片，从而使得东亚海上贸易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第四，贸易屏障的空疏化。当东亚一些国家政局
丕变时，其对外贸易管制亦受影响。明清之际混乱动
荡，郑氏政权崛起于东南沿海，使明末清初海外贸易
基本私有化。然而，清朝在稳住阵脚重建官方贸易
后，私人海上贸易重新受到压制，西方的通商要求屡
遭拒绝。尽管其贸易屏障疏漏难固，但保守排外的国
策却难于动摇。日本德川幕府的海外贸易政策则具
一定灵活性，“锁国”主要针对西方天主教国家，对与
东亚邻国的贸易则没有太多限制。西方国家对东亚
贸易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东亚融入世界从而
顺应历史潮流之同时，其海盜式的暴力牟利方式又严
重干扰了正常贸易。东南亚诸小邦以往多以贸易立
国，它们的主权在遭到殖民者侵夺后逐渐丧失了贸易
自主权。西方国家和商行往往利用东亚贸易主体的
制度漏洞，它们之间也竞争激烈。东亚海域贸易赖于
存在的制度和文化基础正面临变革，这固然给贸易的
自由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同时存在的挑战所带来的后
果亦难预料。
二
17 世纪东亚海域贸易主体的多元化，从历史的
角度审视，便知其来有自。中国大陆沿海的武装商人
集团，在元末的动荡中已崭露头角。例如，方国珍、张
士诚等人“原本就依靠海运为生，起义后，仍然依靠海
外贸易所得利润作为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财源”。①
由此可见，具有一定规模的海上武装商人集团早已出
现。至于使明朝备受困扰的倭寇，其十分之七都是中
国的非法海商。其中相当有名的王直(汪直) ，即为
代表。“这个时候不只是王直，中国商人私去日本贸
易的相当多”。1541 年、1543 年中国走私商船先后进
入丰后神宫寺浦，1546 年又进入佐伯浦，此后“不仅
萨摩诸港与肥前平户等九州诸港有中国商船，而且关
东后北条氏的港口、伊势和越前三国港也有中国商船
进港”。② 这里当然牵涉到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日本西
南诸藩，其贸易并不完全遵照幕府将军的规定，即使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之后仍余绪犹存。所以，东亚的两
个贸易大国，中国与日本，在 17 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
了大量不为政府所控制的贸易，其行为主体自然不是
国家，而是具有各种身份的民间人士，其中也包括在
背后支持这些私商或海盜的中国沿海绅商，以及日本
的西南大名。再看琉球，其统一的时间相当晚。“到
了 14 世纪，以冲绳岛为中心，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势力
范围”，史称“三山时代”。明初三王的朝贡均为想以
此得到明朝承认，明成祖曾对三方加以劝谕，但三者
间的争斗未能平息，直到 1429 年第一尚氏王朝统一
琉球，但 1469 年又发生了权臣篡位，诞生了第二尚氏
王朝。③ 因此琉球作为贸易主体，历史上也处于不断
变动之中。再者，中琉朝贡关系已被琉球视为贸易赢
利之机，入琉明使和随员也夹带私货销售，双方来往
人员均具官私双重角色。在东南亚，14 世纪时在中
南半岛大约有 23 个独立王国。1600 年前后，“缅甸、
暹罗和越南的领土得以扩展，不过一些更小的王国仍
然继续存在”。④ 在东南亚海岛地区，更是土邦林立，
沿海土邦多以贸易立国。在西班牙人、荷兰人分别来
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以前，这两个群岛根本不存在
统一的国家。总之，17 世纪到来之前，无论是东北亚
还是东南亚，海域贸易主体都呈官、私并存之局面，且
后者在动荡的形势中屡有扩展的趋势。
进入 17 世纪，特别是 17 世纪中叶，一系列事变
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海域的贸易，使其贸易主体出现了
新的态势。“荷兰人占领马六甲、日本锁国以及明朝
灭亡这三桩连续发生的事件，使中国进入以个人名义
进行扩张的时期。”⑤明清政权易手前后的混乱，使国
家作为海外贸易主体的条件一时丧失殆尽，并给非国
家主体创造了机会。传统中国王朝历来以农立国，以
农养军。而崛起于明末清初的郑氏海上武装商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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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则大异其趣，特别是郑成功举起反清旗帜，建立政
权后，乃是以商立国、以商养军。虽然早在元末己有
武装海商集团，但它们远未像郑氏那样强大，更未能
像郑氏那样改写历史。“1662 年郑氏夺取台湾，完全
控制了中国海上的商路。这是中国大陆实体完全转
向从事海洋贸易的唯一例证。从日本到暹罗，郑成功
依靠其商船队和雄厚资本控制着中国商人。”①一直
到 1683 年清朝统一台湾之前，掌控台海地区的郑氏
政权一直是东亚最强大的海上贸易主体。大多数曾
经活跃在这一海域的私商和海盗，均被郑氏消灭或兼
并，这一整合对东亚海域贸易主体的格局产生了重大
影响。郑成功主要使用了两条海上贸易通道:一条是
直接联通中国与日本，另一条则进一步延伸，把东南
亚地区也囊括进来，形成了所谓的“三角贸易”。而
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大约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额的 3
倍。由于控制了大约 80%的中国船只，郑成功集团
对日本的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在整个东南亚取
得了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明显优势。② 称之为中国
人的海上霸权时期，亦不为过。
在“各地域的政治秩序与社会构造的变动达到了
最高潮”的 17 世纪初，东亚另一个大国日本，也正经
历着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至德川家康的政权过渡之
动荡局势。③ 即使在德川幕府压服了各地的反抗统一
全国之后，“虽然采取了将军统治下的统一国家的形
式，但实际上的地方经营，还是采取听任各藩自便的
幕藩体制”。④ 因此各藩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对外贸易
的主体行为者，特别是西南诸藩。“在郑氏一门得势
时期及三藩势力尚存且同清廷对抗时期，从以厦门为
中心的福建和台湾岛驶往日本的船只中，混有不少属
于郑氏、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继茂
及其子耿精忠的船只。”由于日本方面不管它们属于
何者，一律平等对待，所以各方的船只都驶来日本贸
易。⑤ 在中日互有需求的背景下，凸显了双方贸易主
体的多元性，如此方能在两国内部尚未安定的情况
下，使中日贸易仍能照常进行。
朝鲜半岛在东亚政治格局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
位，早在唐代，中日两国就在那里发生过战争。14 ～
15 世纪的倭寇之乱也深度波及朝鲜半岛。1592 ～
1598 年间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更促使明朝军
队入朝作战。不久后，17 世纪 20 年代，“东北亚地域
明朝—后金—朝鲜三方关系发生转折性的重大变
化”，后金(满州)对明朝和朝鲜构成巨大威胁。⑥ 动
荡和不稳都会影响朝鲜与东亚各地的贸易往来。当
官方贸易受阻时，自发的、非政治性的私人贸易必然
兴起。因而朝鲜半岛始终是东亚形形色色的贸易主
体的汇聚之处。“1546 ～ 1547 年，朝鲜向福建省归还
了超过 1000 名中国人的遗体，他们都是在朝鲜半岛
失事遇难的，当然这也间接反映了中国私人贸易的活
跃度之高。”⑦此处的“失事遇难”者，其实就是所谓的
“漂流民”，亦即从事非法贸易的海上私商。进入 17
世纪后，中朝之间此类私人贸易恐怕不会减少。“移
民区与少有记录的‘漂流民区’是相互交叠的。”⑧这
里的“移民”，恐怕指的是那些通过私人贸易活动而
被异国接纳的他国人士。总之，无论是不幸的漂流民
还是幸运的移民，都是贸易主体多元化的表现。在这
方面，朝鲜半岛因局势的多变，以及地处中、日两国之
间，而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在讨论东北亚海域贸易的主体时，琉球是绕不过
的话题。琉球的对外贸易是被王室垄断的，民间贸易
则处于隐蔽或半公开状态。“1685 ～ 1722 年，琉球共
派出 110 艘朝贡船，同时有超过 2500 艘私船航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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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之间”。① 在中日直接贸易存在诸多障碍
的情况下，琉球的中介角色不可或缺。这就决定了琉
球这一贸易主体的多重性。另外，明朝的海禁也促使
琉球成为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海上桥梁。琉球的造
船业原本十分落后，但“从中国政府的赏赐中可以得
到制造精良的海船，而且还特许在福建修船、造船、买
船、租船”。明初善操舟楫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
更使其航海技术跃上新台阶。② 如此这般，琉球才成为
兼具多重角色的东亚海域贸易主体。当然，介于中、
日两强之间，在风云变幻的东亚政治中，琉球的海上
角色自然也有其受限的一面。
在谈及东南亚贸易主体的多元化时，可以从两个
层面加以探讨。首先，所谓“贸易型”海港城市或“港
口国”的出现，在 17 世纪前后的东南亚成为屡见不鲜
的常态。此间，“东南亚至少形成了 6 个贸易依赖型
城市，每个城市大约有 10 万居民，此外还包括大量的
季节性和年度游客。这 6 个城市分别是越南的升龙
城(今河内)、暹罗的大城府、苏门答腊的亚齐、爪哇
的万丹和马塔兰、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的望加
锡”。③ 其实，还可以再加上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
亚(今雅加达)等闻名遐迩的海港城市。在那个特定
的贸易时代，这些城市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某种
程度上可视为贸易主体。其次，各国商人旅居或定居
东南亚，当在某地达到一定数量规模时，便在无形中
成为母国在海外的商业飞地，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贸
易主体。如“17 世纪初，在马六甲已存在一个华人定
居地”，“1641 年荷兰人夺取马六甲时，这个邦有三百
至四百名华人”。“到 1750 年时，华人的数目增加到
2161 人”。④ 马六甲在 1511 年被葡萄牙人占领以前，
即为东南亚贸易重镇。自那时起，华商的作用即不可
或缺。日本人紧随其后，也纷纷移居东亚各地。“从
16 世纪后半期到 17 世纪初叶，很多日本商人出海到
中国、印支半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
进行贸易活动，其中有的地方形成了日本人街，也有
人成为外国的雇佣兵。”⑤
总而言之，在前代的基础上，17 世纪东亚海域贸
易主体的多元化又有新的发展。除了上述各域内主
体外，西方商行和商人此时也继 16 世纪之后更多地
参与东亚海域的贸易，使域内外贸易主体错综复杂。
三
东亚海域贸易方式的多样化并非始于 17 世纪，
然而，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的兴衰更替，转口贸易的
复杂多变，各种贸易形式亦不时相互转换，则构成了
此间的特点。
17 世纪上半叶，作为朝贡体系核心的明朝，其对
外的政治影响力与 16 世纪相比有下降的趋势，而以
私人海上贸易为代表的对外经贸扩张则日益增强。
换言之，明朝通过朝贡贸易维系以其为中心的东亚国
际秩序之局面即将生变。另一方面，私人贸易以其不
可阻挡之势在中国东南沿海扩展开来，并辐射全球，
“17 世纪初全球贸易的中心应该说是在中国”。⑥ 这
种政治与经济的错位，促使东亚海域贸易的方式产生
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在官私贸易互为消长的情势之下，明朝与
周边册封国在朝贡名义下所进行的直接贸易，其所获
利润趋于下降。这一趋势早在 16 世纪下半叶即已显
露。如 1534 年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舟船，其随员带
去的货物“赢利加倍，估计共得万金”，然而 1579 年封
舟随员的赢利“估计仅得三千金”。⑦ 其原因在于，前
者正值明朝厉行海禁，私商难于出海，琉球遂获转贩
之利，故能高价购入封舟货品;而后者已是明朝部分
开放私商出海之时，琉球的转贩之利一落千丈，无力
再大量购入明朝封舟货品。这预示着明朝与周边国
家的官方直接贸易即将落入低谷。进入 17 世纪，明
朝国力进一步衰弱，逐渐失去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
“在 17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政府国库空虚，前景暗
淡”，“华南各省都在勉力支持对北部满州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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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海外贸易逐渐落入郑氏宗族之手”。① 在东南
沿海，私人贸易逐渐取代官方贸易。明朝历来禁止对
日直接贸易，郑芝龙则于此时开通了安平港(福建安
海)与长崎港的直通航线。此后的几十年间，中日的
间接贸易虽仍存在，但郑氏的商船则不受任何约束地
与日本展开了直接贸易。其后果之一是，曾经作为转
口港的琉球与荷据台湾失去了对日贸易的中介作用。
台湾被郑成功收复之后，才又恢复了对日直接贸易。
仅此即可见东亚海域在这一多事之秋的贸易形式之
反复多变。
其次，在日本与明朝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除
了中国私商、海盜的对日贸易之外，中日之间的贸易
大部分是间接贸易。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16 世纪
葡萄牙人来到东亚之后，“作为第三国的葡萄牙人，作
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中介商人，获得了庞大的利
益”。中国的金银比价远高于日本，葡人便“从日本
出口银子，在中国换成金子，又把金子带到日本，再换
成银子”。而“来自日本的银子出口，在 16 世纪末期
达到鼎盛，几乎占当时全世界银子产量(大约 40 到
50 吨)的三分之一”。② 从中可见葡人获利之丰。再
者，日本发展中的丝织业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
“日本每年进口生丝 3000 担，约合 180 吨。葡萄牙人
掌握了进口总数的一半”。③ 葡人亦由此获得可观的
利润。另外，中日的间接贸易还有一种特殊形式，亦
即通过活跃于海外的华商，将东南亚各地仿制给中国
的商品采购来再出口到日本。例如，深受中国影响的
越南，其丝绸业也有很大发展，于是日本通过华商从
越南进口大量丝绸。“日本对东京(越南北圻)丝绸
的需求量极大，使丝绸贸易成为两国交往的基础。”④
16、17 世纪之交，越南北方正处于纷争割据的内乱之
中，但各个政权都争相发展对外贸易，其中通过华商
从事对日进出口贸易是重要的一环。除了北圻的黎
朝之外，广南政权也通过华商与日本进行贸易。1664
年抵达日本的 33 艘中国商船当中，就有 5 艘来自广
南。⑤ 无论是与中国若即若离的日本，还是与中国很
接近的越南，在朝贡贸易式微之际，都有诸如西方商
人和海外华商这样的“第三者”介入它们的民间对外
贸易，各方都在变通求利。这进一步说明了此间东亚
海域贸易确实是“变”字当头。
间接贸易与转口贸易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倘若甲、乙须经丙进行贸易，则甲、乙分别为间接贸易
两头的一方，丙则是居中的转口贸易方，它才是贸易
成功的关键。葡人之所以在中日间接贸易中大获其
利，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据有转口贸易港澳门。不仅如
此，澳门还连接着果阿和马尼拉，进而又与亚洲之外
的其他港口相连接。关于澳门在域内外连通上的作
用，将在下文讨论。这里先略谈它在多变的东亚海域
贸易中之转口作用。从 1570 年长崎成为澳门对日贸
易的固定商埠，到 1640 年德川幕府禁止葡人赴日的
70 年间，是澳门—长崎贸易的黄金时期。澳门依托
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从彼处源源输入各种日
本所需物品出口至长崎，再从长崎输入巨额日本产白
银及其他中国所需物品。此时澳门“迅速发展成为广
州贸易的外港和国际贸易的中转港”。⑥ 澳门输出日
本的绝大部分商品毫无疑问来自中国内地，而它从日
本输入的白银和其他商品也有相当大部分再转输中
国内地，这说明澳门首先是作为中日间接贸易的中转
港口而存在的。实际上澳门作为中日贸易的中转港，
远不止这 70 年，早在此前的倭寇横行年代，以及此后
日本禁绝天主教时代，葡人都能在变幻莫测的东亚政
治风云中或明或暗地从事对日贸易。其动力来自这
种转口贸易的巨额利润。1600 年有一艘葡萄牙商船
从澳门开往长崎，船上所载 15 种货物中，利润率等于
投资额 100%以上的就有 11 种，包括丝线、绸缎、麝
香、水银、糖、茯苓、白铅粉、棉线、铅、大黄和甘草。⑦
这就说明，无论风险有多大，都值得投资于此种转口
贸易。
总之，17 世纪东亚海域贸易形式的多样化且复
杂多变，是固定僵化的朝贡贸易衰落而灵活多变的私
人贸易兴起的反映，也是多元化的贸易主体各显神通
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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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原先相对来说自成单元的
东亚海域贸易受到西方商业势力的强力介入，从而开
始了东亚海域贸易的新时代。“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
上，浩然弥漫着西欧人对东方世界的憧憬与痴迷”，于
是“西欧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探险篇章”。① 这是
欧洲商业革命的组成部分。商业革命的历史作用虽
无法与之后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但前者不啻是后者
的源头和动力。
当葡萄牙人建立了从果阿到马六甲再到澳门的
一系列贸易据点后，当西班牙人占据了菲律宾群岛
后，东亚海域周边丰富的资源立即成为他们攫取的对
象。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物产最多的国家，中国
成为葡、西两国首先意欲敲开的大门。然而两国向中
国官方要求展开被正式认可的贸易之努力先后失败，
于是将目光转向中国民间商人，与他们进行私下贸
易。马尼拉与澳门于是成为中国私商麕集的海港。
先来看马尼拉。“中国帆船把来自中国、日本、柬
埔寨、婆罗洲、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和其它邻近国
家的货物运到马尼拉。在这里，这些货物被整批地买
下，也被整批地用西班牙大帆船运到墨西哥。从 1600
年直到 1815 年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停止为止，
情况尤其如此。”②这样，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至马
尼拉的航船所承载的货物，就通过跨越太平洋的大帆
船航线运抵美洲大陆。其中，从中国辗转运往美洲的
最大宗商品乃是生丝、丝绸和棉制品，它们在西属美
洲殖民地的广泛传播，证明产自中国的这些物品已经
成为拉美地区各阶层人民不可一日或缺的生活用品。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大帆船贸易”时代(1593—1815
年) ，生丝、丝绸和棉制品通过马尼拉运往西属墨西哥
的阿卡普尔科港，源源不断地涌入拉美市场，而美洲
白银(银元)则通过同一航路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③
这种以白银换丝绸为代表的海上贸易，成为连结太平
洋两岸市场的典型标志。在人类海运史与货物交流
史上，堪称一大壮举。
再来看澳门。“在 16 世纪后期的几年中，澳门住
着五六百名葡萄牙人，是葡萄牙人一个很重要的居住
中心———可能比孟加拉湾任何一个居民点的规模都
大”。由于“中国政府限制其臣民参与与日本人的贸
易活动，正是由于这一情况，葡萄牙人才在将近半个
世纪的时间里在有利可图的中国—日本贸易中占有
了最大的份额(但没有完全垄断)”。④ 从 16 世纪下
半叶起，葡萄牙王室实行了所谓的“特许航线制度”，
其中“果阿—马六甲—澳门—日本航线，它也许是我
们所讨论的航线中最有利可图的一条。”葡王特许的
船队有多艘往返于澳门与长崎之间。“到 16 世纪末，
(每艘)载重量大约为 1200 ～ 1600 吨。这些商船的贸
易是建立在从马六甲向澳门出口胡椒和香料、从澳门
向日本出口丝绸和黄金、从日本向澳门出口白银、从
澳门向果阿运回丝绸、铜和贵金属的基础之上的。”⑤
虽然葡人文献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及澳门港与中国内
地的关系，但参照本文前面的论述，在澳门中转港流
转的货物中，除了胡椒和香料主要来自东南亚之外，
其余货物的主要来源地均为中国内地。而且少数葡
人如果没有众多中国商人的配合，是不可能完成如此
大规模的商品进出口的。所以，澳门与马尼拉堪称此
间沟通东亚海域与域外的两大中转贸易港口。
在 17 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后起的荷兰也强力
介入了东亚海域贸易，荷兰人与葡、西两国展开了激
烈竞争，并占领过中国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然而暴
戾成性的荷兰人很快变得声名狼藉，他们在中国获得
的商业利益也未必能够超过葡、西。不过，荷兰还是
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尼群岛，并在日本建立了商馆，尽
管其在印尼要依靠华人商业网络，其与日本的贸易量
也远不如中日贸易量那么大。当然，荷兰也开通了从
东亚海域直达西欧北海的航道，成为继葡、西之后又
一个将东亚贸易网与世界联为一体的西方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17 世纪华人在东亚海域的船运
业上乃是占据优势的，尽管此间欧洲的造船技术已渐
渐后来居上。这可能是华商的航运成本更低的缘故。
168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巴达维亚“今
后仅依靠中国商船继续保持与中国的航运关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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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公司)商船直航中国，经济效益太低，且不
稳定。数十艘中国帆船每年不断地运载货物，如瓷
器、丝绸以及后来的茶叶到达荷兰的东方之都巴
城”。① 有着“海上马车夫”之誉的荷兰人尚且如此，
遑论其他人了。早在郑氏收复台湾之前，1642 ～ 1662
年间，东亚海域的非华人商船数量就趋于减少。除了
华商船只以外，还有华人与东南亚土著共同拥有的船
只航行于东亚海域之上。例如，17 世纪 40 年代，有几
艘属于“中—暹混合社会集团”的商船航行于暹罗与
日本之间。② 海路网是贸易网的基础，17 世纪的大部
分时间，华商是东亚海路网的支配者，这并无太多疑
问。华商当然有自己的问题，他们的商船很少航行至
东亚海域之外，与郑和航海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其
理由不难理解，郑和船队远航是明朝的国家行为，而
17 世纪的东亚华商航运业靠的是自己的力量，根本
得不到国家的支持。
概而言之，17 世纪东亚海域贸易已被纳入世界
贸易体系之中，虽然西方主导了这一演变过程，洲际
航道大动脉也是它们开通的，但如果没有以华商为代
表的东亚区域内毛细血管般的贸易网络和通道，这一
局面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
五
17 世纪东亚海域贸易新态势是在诸多矛盾和冲
突中形成的。在中国，海禁与走私的冲突一直存在，
只是随着中央集权的盛衰，各方利益的博弈起伏不定
而已。“中国南方的贸易依存度远甚于以农业为基础
的北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多依赖关锐和贸易，
这些因素都刺激着他们(地方官员)逃避或忽视海
禁。”③具有更多根本性的矛盾是官民矛盾，明后期东
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水平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
时代，海外贸易本身就是国内商品经济的必然延伸。
“中国内部的各种因素，包括人口压力，也在推动着海
外贸易活动的迅速发展。于是，大批舵手、伙长、造船
工匠、手工艺人和一般的劳工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这
个‘黑市’经济圈。”④所谓黑市经济圏，指的就是早在
16 世纪就开始形成的东亚海域私人贸易圏，它由走
私商人和海外华人等共同构成，至 17 世纪已成不可
遏止之势。然而，直至清初，官僚们在总结历史经验
时，仍得出“明代倭患之出现，主要就在于海上贸易中
‘无赖’的出现”这样的结论，认为“从事海外贸易的
人，本来就非良善之辈”。⑤这样昧于时局的愚见，固
化了对赖海而生的民众之刻板印象，使中国在海外贸
易问题上的官民矛盾到 18 世纪依然如故。官方这种
违背经济发展大势的陈腐观念，自然使得其所设制的
种种贸易屏障，即使在政府权威犹存时实行起来也大
打折扣，更不要说权威失效天下大乱之际了。
中国明清两代相沿袭的贸易屏障，尽管漏洞百
出，却被当局视而不见，因而实质性地损害了本国经
济。反观日本，虽然德川幕府也实行锁国，但却具有
一定灵活性。“由锁国这个词而联想出来的状况与实
际情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通过长崎，窗口被
打开了”，“日本人也通过长崎知道了传进来的世界
的情况了”。“不仅是长崎，对马藩的对朝贸易、萨摩
藩对琉球的贸易，也都得到了许可”，“它们的贸易量
远远超过长崎的贸易量”。若再加上“没有被记录下
来的走私贸易的话，严格地认为是真正的锁国其实是
错误的”，“如朝鲜釜山附近就有称作‘出岛’的日本
馆，负责处理外交、贸易问题”。⑥日本对西方各国也
是区别对待的，例如它就允许荷兰设置商馆。日本是
岛国，依海而生，除此之外，“实际上，在德川时代的日
本已出现了市场经济。”⑦它比明清的商品经济更胜
一筹。“德川幕府的政策经常被称为‘锁国’，但现实
情况是，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一直都是
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7 世纪日本的出口额
估计已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0%”。⑧这一比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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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仍作为农业国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因此，
日本的贸易屏障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在当时东亚经济
融入世界的大势下，不会实质性地损害本国经济。
西方殖民者介入东亚海域贸易所带来的后果是
双重的。一方面它扩展了东亚各国和地区进出口贸
易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因此出现了一种无形的
贸易屏障。就后者而言，不仅是指西方通过侵夺主权
损害东亚各贸易主体的利益，而且是指它们以海盗式
的掠夺和暴力来破坏正常的贸易秩序。这里着重谈
西方在贸易上的暴力行为。这方面以荷兰的表现最
为典型。例如，荷兰人在不断向中国提出通商要求的
同时，还以武力施压。正如盖尔教授在为《东印度航
海记》所写的导言中所说的:“我们对待中国人确实
是凶狠和残酷的，而且依我看来，凭这些行为是决不
可能达到同中国通商的目的。”①这是用暴力制造贸
易屏障的实例。同样是在这本书里，作为荷兰东印度
公司船长的邦库特在 1623 年 5 月 1 日的航海日志中
有这样的记录:“我们在中途又遇到一艘中国帆船，满
载价值成千上万的东西，并开往马尼拉群岛去。我们
把它夺取过来，其中载有 250 人之多。我们把大部分
人接管过来，(中略)我们把这艘中国帆船系在我们
的船尾，拖着它走。”②当时荷兰正力阻中国商人与马
尼拉西班牙人的贸易，这位船长正是用赤裸裸的海盗
行为实践着这一政策。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屏障。
当然，所有这些行为最终都不能阻止东亚海域贸易的
发展，而只能暴露出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殖民者的野
蛮本性。顺带说一下，西方各国之间在东亚也在展开
激烈的竞争，有时也不惜使用武力。这是因为，“欧洲
国家在亚洲的商行很少结为联盟，在那儿，当地政治
的需要和竞争高于远在万里之外的本国政府的政
策。”③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贸易屏障。不过历史
的发展证明，任何贸易屏障最终大都流于空疏化，因
为不正当竞争对贸易是起反作用的。
要而言之，贸易屏障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文化现
象，它在东亚海域的产生，是域内外矛盾交叉集中的体
现，但这些贸易壁垒后来全都被历史潮流冲失殆尽。
六
本文只能适度地从细节上描绘 17 世纪东亚海域
贸易新态势的种种表现和特点，而更加注重的是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宏观分析。在上文综述了这一
新态势的四种主要表现后，下面再稍加引伸。
为什么要把东亚海域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
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日本学界的刺
激。一位中国学者说:“近年比较自觉地把‘东亚海
域’诸国滨海地域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在历史与文
化上的关联与互动，在日本学界蔚然成风。”他又说:
“所谓‘海域’，习惯上是指以海洋为媒介相互关联的
历史地理区域，(中略)近年来日本学界提出所谓‘海
域亚洲’的历史空间概念，(中略)试图将海域史的外
延不仅仅局限于航海、贸易、海贼等海上空间的历史，
也将夹海的大陆空间之间的交流与斗争、海陆相互作
用的历史也包括在内。”④这两句话很能说明问题。
当然，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必然有其内在的
客观依据。所谓“客观”，就是东亚内部各次区域在
历史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并进而形成的一体化趋势。
即使站在中国以外的立场，这种客观存在也是可以感
觉到的。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今后海域史的研究
必须将日本、朝鲜、琉球等东北亚诸国的对外关系，置
于包含中国和东南亚在内的更大范围的世界中进行
相对化探讨。”⑤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本区域的参照系，
这就是所谓“相对化探讨”的关键所在。换言之，“他
者”的参照可以加深对本身的探究。对“东亚”而言，
其内部的各个次区域相互参照，也像将“东亚”置于
全球的大环境中那样，是十分必要的。
与其抽象地谈论东亚海域的历史文化联系，不如
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来得更加生动。以下事例与海域
贸易有关，但又超越了经济范畴，正好可以论证在真
实的历史情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是无法
截然分开的。
例一，“琉球与朝鲜之间货物交换的数量和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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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超过琉球与南海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易。特别是
琉球经常收到来自朝鲜的大批棉布棉线，朝鲜还经常
运来一些佛经，其中高丽版本的《大藏经》备受琉球
国民的尊崇。从琉球第一尚氏王朝的尚泰久和尚德
开始，到第二尚氏王朝的尚圆和尚真时期，即从 15 世
纪中期到 16 世纪早期，琉球佛教寺院建设得到极大
重视，佛教在皇室支持下大为昌盛。琉球与朝鲜贸易
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佛经。”①这虽然发生在 17
世纪以前，但恰恰说明东亚海域早就存在着文化交流
与物资交流相互融合的传统。
例二，“据统计，1652 年一年间，(中国)去日船只
载书达 219 箱。特别是享保年代以后，由于将军吉宗
的搜求意欲，中国文献典籍输入量增大。据大庭修教
授所著《宝历三年八丈岛漂着南京船资料》，宝历三
年(1753 年) ，由广南启航拟去长崎，于 12 月漂流到
八丈岛的一艘明船(应为清船) ，船内装有 21 箱书籍，
内有各种小说、笔记、诗文、地方志书，多达 441 种，
12082 册。”②明清时期开往长崎的中国商船(包括中
国本土以外的华商船只) ，不仅运载种类繁多的商品，
还向日本输出大批中国书籍。这样一种中国典籍出
口日本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德川幕府末期。虽然文字
记载是抽象的，但它比具体的物质具有更大的信息含
量。中国的典籍和物产共同构成了对日输出的精
神—物质产品，从而印证了东亚贸易圈与文化圈之重
合，印证了文化追求与经济追求的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第一例中，作为东亚精神
文化表征之一的佛教的传播，起到了贸易催化剂的作
用。朝鲜半岛是汉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孤悬
于欧亚大陆之外的琉球群岛，从海上交通便利的角度
来看，自朝鲜半岛传入佛教是理所当然的。而第二例
所透露的信息，乃是自隋唐以来日本通过输入中国典
籍吸收中华文明的一贯作法，它与自古以来日本全盘
接受中国文化的大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到了明清时
期，中国对日文化输出再现高潮，并与日本输入中国
物产高度结合。实际上，德川幕府想尽办法从中国引
入的不仅是典籍，还有艺术作品和各种人才。由此可
见东亚各国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紧密联系之一斑。
以上二例乃是聚焦于东北亚各国。下面的第三
例则将视线转向东南亚，并由此扩及全球。当然它也
与中国关系密切。此例的主角是瓷器:“东南亚大陆
区的陶瓷出口时有波动，完全视中国对外航运状况而
定:如果中国暂时退而闭关自守，他们就扩张生意;如
果中国海外贸易复起，他们就节节败退。”“由于景德
镇这一进一出，在海外贸易撒而复归的结果，及至 17
世纪末，已使东亚陶业出现了一个类似共同市场与共
同风格的现象。日本、越南与泰国的陶窑都以中国瓷
为范本，景德镇重返外销竞争后，又反过来模仿他们。
此时西方人也已加入这个陶瓷交流的大循环，来自荷
兰的陶瓷图案开始登上波斯、越南、泰国、日本与中国
制造的器皿。”③
明清之际的战乱，破坏了景德镇的陶瓷业，清初
皇室对其产品的珍爱，促其复兴，中国瓷器外销随之
再度兴起。东南亚仿制景德镇的瓷器，即利用了明清
之际中国瓷器出口停滞这一间隙，然而却意外地收获
了全球性瓷器文化的大交流。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
改变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饮食习惯，堪称人类生活习俗
的一次革命。而且，瓷器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化含量。
除了作为食具，当瓷器作为艺术品时，其文化功能即
跃居首位。更不用说禅宗与饮茶的关系，凸显了禅、
茶、瓷三大要素的重要性，在传统佛理的突破和创新
方面，瓷与茶一起扮演了物质加精神的双重角色。如
果再考虑到 17 世纪中叶东亚政治形势对各地瓷器购
销的影响，则瓷器贸易可谓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东亚海
域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历史剧情节叠加的激动人心
的效应。
在本文的最后，还要对港口城市和海外华商这两
个东亚海域贸易的要素再加些许探讨。此二要素之
论说虽已散见于前文各部分，但有必要将未尽之处再
稍加讨论。
作为海域贸易网络节点的港口城市，其兴起和分
布并非偶然。它关系到经济腹地制约下的商品集散
对地点的选择，也关系到航线与货物装卸的效率和安
全可靠。当然，这主要是对政治、经济稳定时期相对
固定的港口城市而言。由于 17 世纪，特别是其中叶，
恰逢东亚的多事之秋，该海域内的一些港口便有兴衰
不定的特点，并不完全依赖地理形势和经济需求，而
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局势的演变。如郑芝龙对
安平港的经营，以及流亡海外的明朝遗民鄚玖对河仙
地区(今柬埔寨磅逊湾至越南金瓯角沿海一带)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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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郑芝龙与鄚玖在其势力成气候之前的经历颇有
相似之处。郑芝龙曾潜往广东香山澳，积极参加海上
贸易活动。“他从澳门往马尼拉，而在这两个地方都
受雇为仆役，有人说他还在台湾替荷兰人做事”。①
而鄚玖“曾旅行菲律宾及巴达维亚，向欧洲人学习最
佳的施政方策及自强自卫之方法”。② 这些活动对他
们二人后来经营港口贸易都大有影响。他们的“港口
国”之建立也都在 17 世纪中、后期。相比于功能完
备、经济结构较为完整的经典国家政权，此类以港口
贸易为支撑的“非典型政权”，虽能一时从对外贸易
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毕竟经济结构单一，无法对敌进
行长期的消耗战，在维持不了太长时期后就在政治风
云变幻中覆亡了，其港口也就衰落了。③ 这一特殊类
型的港口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并非仅见于 17 世纪的
东亚海域，从海洋经济的视角来看，仍有进一步探索
的必要。
关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不应被割裂于区域史的研
究之外。尤其是在 17 世纪这样一个各国各地商人既
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的东亚海
域，“中国人作为竞争对手之间的中间人，作为掌握先
进航海技术而又通晓多种语言的技师，决定着所有的
贸易关系”;“非中国人的竞争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
一向作为债权人或船主打入其竞争对手的贸易企
业”。④ 长袖善舞、见风使舵的海外华商，有理由不认
同于传统中国的中央王朝，尤其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
以前。人们在批评中国王朝不对海外华商加以保护
的同时，很少指出这一点，或者有意忽略了这一点。
不仅华商如此，日商、韩商亦如此。“对于一些长期居
住、来往于东亚海域的渔民、商人、海盜，他们并不一
定自我认同为大清、日本或者朝鲜子民，他们很可能
只对他们的宗教、职业或者区域存在有意识的认同
感。”⑤不能用今天的民族国家观念来要求他们。既
然如此，他们唯利是求，不以政治划界，就再正常不
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异族商人才会为了利益而
合作得亲密无间。各族商人之间的交易，其本质是
“地方的、无关政治的、私营商人自发的”。⑥ 因此之
故，将东亚海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用传统
的以国家为单元的视角来加以区分，可能更有利于在
对该区域的贸易进行研究的时候，排除非历史主义的
因素之干扰，从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当历史走过 17 世纪进入 18 世纪之后，东亚海域
贸易的态势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西方正加速扩张，而本来有希望与欧洲资本主义
的摇篮———地中海———相比肩的东亚海域，却因自身
变革的停滞与缓慢而错过了历史机遇。“18 世纪西
班牙与荷兰殖民者的(贸易)垄断特点，使它们能够
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抗和干涉中国的帆船贸
易。”⑦17 世纪活跃于东亚海域的中国私人海商风光
不再。统一中国后的清朝重新走上了明朝的老路，主
导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得以重建，私人海上贸易
再一次成为中国官方压制的对象。尽管如此，17 世
纪东亚海域贸易的种种新态势并非没有意义，它对历
史的启示值得后人深思与领悟。
［责任编辑: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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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He Shengda·1·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includ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outheast Asia，has
draw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owever，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ed to the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till seem not to be taken seriously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discussion
ye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escriptions are only scattered in some works. In fact，understan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especially China.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ocio －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religious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Althoug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some common features，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above aspects，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untries of ancient Southeast Asia ob-
viously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which can be analyzed roughly from three aspects as ancient Vietnam and the In-
dochina Peninsula. The south－ bound Buddhist countries of the Upper House (Myanmar，Thailand，Cambodia，and La-
os)and islands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involv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primitive society to the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Key Words:Southeast Asia;Island area;Ancient;Science and Technology
(2)New Developments of Maritime Trade in East Asia in the 17th Century Chen Yande·10·
Abstract:In the 17th century，the trade in East Asian waters has seen some new developments. The specific mani-
festations ar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rade entities and the trade patterns，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de，
and the emptiness of trade barriers. Taking the East Asian waters as a whole，and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the world sys-
tem to discuss，this paper tries to combine the study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as a u-
nit. It can be found that a lot of“objective factors”have been neglected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Besides，we can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s，culture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In particular，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
nese businessmen and regional trade allows us to rule out the interference of non－ historical factors，and thus restore the
history．
Key Words:17th century;East Asia sea area;Trade entities;Integration
(3)Pathway for Middle Powers to Construct its Discourse Power———Take Malaysia as an example
Fu Qiqi，Ge Hongliang·20·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middle powers who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mselves to expand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During the process，the middle powers can participate in inter-
national affairs via multilateral mechanism，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regional affairs as well as a leading role on re-
gional agenda. Besides，the increasing economic strength has made these countries demand more voice rights，and highe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laysia，as one representative of these middle pow-
ers，is exploring and building its own right to speak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self－ positioning，economic strength，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regional affairs，it has expanded its mul-
tilateral diplomatic arena. Malaysia is seeking to plays a“leadership”role in the region．
Key Words:Middle power;Discourse power;Constructing pathway;Malaysia;Globalization
(4)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A Case Study on Ethnic Chi-
nese Entrepreneurs in ASEAN－5 Liu Wenzheng·28·
Abstract: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thnic Chinese societies of Southeast Asia，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played
a leading rol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r other rulers)often exploited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maintain their
rule，generally giving them a higher social status than other classes;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participated in the lo-
cal politics by serving as officials，councilors，and forming associations at that time. After the World War II，the estab-
lishment of citizenship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ights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eth-
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expansion of
demand for taking part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made unprecedented pro-
gress i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y actively launch or join political parties，run for government leadership or
representatives' seats in the Congress，and hold public office. They take advantage of interest groups or maintain close
ties with political figures，to affect authoritativ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value by the government，and then to seek and de-
fend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er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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